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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除了外形的拟人化，在生成式AI与大模型等前沿技术的赋能下，服务机器人呈现

出情感拟人化的新特征。服务机器人通过模仿人际交往中的人类共情对消费者参与人机价值

共创的心理与行为产生影响。本研究从服务机器人拟人化特征的两个不同方面即共形与共情，

探讨其对消费者人机价值共创意愿的影响，基于社会存在感理论对影响的机制路径提供新的

解释，并进一步探讨消费者社会互动需求的边界作用。研究进行了三项实验。结果表明，消费者

认知下服务机器人的拟人化特征是立体化的，共形与共情对人机价值共创意愿存在正向交互

效应，社会存在感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对社会互动需求高的消费者，社会存在感对人机价值

共创意愿的促进作用更强。本研究明晰了新技术嵌入服务机器人拟人化设计背景下人机价值

共创现象中消费者的心理与行为机理，并就企业在实践中如何针对服务场景更好地进行服务

机器人营销提供了有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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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目前，人形机器人作为一种新兴的服务提供者，成功地激发了消费者的兴趣。但随着新鲜

感的消退，消费者的热情有时难以持续。一些服务场景下的机器人被指是营销噱头，甚至无人

问津。这可能是由于在机器人似人的外表下，其社会交互能力往往达不到消费者的预期。越来

越多的管理者意识到，机器人不仅需要外在的“共形”，也需要内在的“共情”。换句话说，机器人

除了外表看起来像人之外，还需要具备捕捉用户认知与情感并给予适当反馈的共情能力（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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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等，2019）。随着新一代生成式AI和大模型技术（如GPT）的嵌入，服务机器人共情进入应用现

实。服务机器人成为能与消费者发生情感互动、共同创造价值体验的社会行动者与共创者

（Zhang等，2022）。在需要“温度”的服务业，服务机器人外在形象与内在情感的拟人化设计都已

成为业界关注的重要议题。

在学界，营销学者们也呼吁开展更多融合机器人外在形象与内在情感特征的拟人化研究

（刘伟等，2024）。就现有研究来看，探讨外形拟人化的研究相对较多（Liu和Xie，2023；张仪和王

永贵，2022）。但最近的研究表明，新一代服务机器人通过模仿人际交往中的情感语言或行为即

共情消费者，影响到消费者在人机共创中的感知与行为（Liu等，2024；杜建刚等，2022）。相比于

外观的共形，这种“人造”共情具有更复杂的信息技术基础，对消费者心理与行为的影响可能更

加深远（颜志强等，2019）。因此，有必要在关注共形特征的基础上引入共情的特征维度，以更立

体地探讨机器人拟人化对消费者的影响。

在理论上，现有研究对服务机器人拟人化影响消费者心理和行为机制与边界的解释尚存

一定空白。首先，少有研究从社会存在感的理论视角研究机器人拟人化。现有研究多基于技术

接受模型（Li和Wang，2022；Turja等，2020）或借鉴人际互动理论（Lv等，2022；Kim和Song，
2021）来解释消费者对机器人的使用行为。然而，拟人化机器人既是工具，又具有社会属性

（Song等，2022）。社会存在感理论同时强调机器人在人机互动中沟通主体与沟通媒介的双重

角色，兼顾其工具性与社会性，为机器人拟人化特征如何促进消费者人机价值共创提供了新的

合理解释路径（戴鑫和卢虹，2015）。其次，在涉及技术媒介社会存在感的研究中，社会互动需求

（即消费者倾向于人际交往而非人机互动的程度）被认为是影响消费者技术使用的关键个体特

质（Sheehan等，2020）。那么，在缺乏人际互动的人机服务中，服务机器人拟人化设计在共形和

共情上的不断改进，能否通过模仿社会真实互动有效地补偿消费者这种普遍的动机需求呢？具

有不同社会互动需求的消费者其共创心理与行为机制有何差异？对于这些问题，现有研究尚未

做出充分回答。

本研究立足于人机互动的新服务情境，运用价值共创与社会存在感理论，从服务机器人内

外在拟人化的双重视角探讨服务机器人两个层面的拟人化特征（即共形与共情）对消费者人机

价值共创意愿的影响。研究通过三项情景实验发现，服务机器人共形与共情对消费者人机价值

共创意愿具有交互影响效应，该效应为社会存在感所中介，且受到社会互动需求的调节。本研

究明晰了服务机器人拟人化特征在新兴人机价值共创现象中对消费者的影响机理，并在服务

机器人的设计、引入与运营上为管理者提供了有益的建议。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人机价值共创

价值共创理论源于Vargo和Lusch（2004）提出的服务主导逻辑。该理论认为价值实现是资

源整合的结果，而资源整合是由交换资源的各方通过互动而推进的。因此，互动与共创是不可

割裂的两个概念；之所以存在价值共创，是因为存在价值互动（Vargo，2008）。互动意味着共创

双方可以相互影响对方的行为（Grönroos和Voima，2013）。延伸至人机互动，人机价值共创是消

费者与服务机器人在微观层面的价值资源交换与整合过程。在这一互动过程中，消费者与服务

机器人均是彼此影响的社会行动者，通过交换整合各自的优势与互补资源，最终实现使用价值

的共同创造（Song等，2023）。
消费者愿意参与共创是实现价值共创的前提（Im和Qu，2017）。消费者人机价值共创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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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消费者愿意在人机互动中投入一系列自身资源和努力的程度（Yi和Gong，2013）。现有研

究表明，消费者会对互动者（如服务机器人）的资源禀赋形成预期与评价，并依此决定是否与其

进行价值共创（Fiske等，2007）。Čaić等（2019）认为，除了在重复作业上的优势，强人工智能赋能

的服务机器人已经具备一定的认知资源与情感资源，能在服务传递中承担一定的社会角色。其

中，认知资源是基于计算、分析与学习能力的资源，情感资源则是基于情绪识别与表达能力的

资源（Čaić等，2019）。这些资源通过视觉、语言或者行为线索传递给消费者，从而吸引和促进消

费者参与共创。

（二）服务机器人拟人化与人机价值共创

拟人化是指“个体对非人类事物感知到类似人特征”的程度（Epley等，2007）。Epley等
（2007）从个体动机视角提出了拟人化三因素理论，用来解释个体为何会对非人类实体产生拟

人化认知。该理论指出拟人化认知过程由诱发主体知识、效能动机与社会动机三个内力所驱

动。在服务机器人相关研究中，营销学者对机器人如何嵌入拟人化要素来激活用户拟人化认知

过程进行了广泛探究。大多数研究聚焦在外形特征上：为机器人设计五官外貌（van Pinxteren
等，2019）；模仿人类身材（Zhu和Chang，2020）。也有研究考察了机器人模仿人声人调的拟人化

效果（Lu等，2021）。这些研究通过操纵外貌或声音来启动消费者的拟人化认知过程（张仪和王

永贵，2022）。最近有研究指出，机器人模仿人类共情的心理活动与情绪反应也是拟人化的重要

体现（Zhu等，2023；Kim等，2023）。服务机器人通过对消费者的观点采择与情绪共鸣激发消费

者强烈的拟人化认知（Sheehan等，2020）。在拟人化的感知评价上，大多数研究将拟人化作为消

费者感知层面的一个笼统变量，并没有区分外在形象与内在情感的拟人化（Lu等，2021）。而这

种区分似乎有益，因为共形与共情表征的是机器人拟人化外在与内里的不同方面（Kim等，

2023）。共形是指人机互动中消费者基于视觉感受对服务机器人（包括实体与虚拟机器人）在外

在形象上具有人类特性程度的判断（Lu等，2021）；共情是指消费者对服务机器人共情消费者

能力的心理评价，即能够知觉和理解消费者的认知或情绪并做出适应反应的程度（Asada，
2015）。

服务机器人拟人化会对消费者的心理与行为产生什么影响呢？就目前研究来看，多数营销

学者对拟人化设计基本持积极态度，认为拟人化能够提升消费者对机器人的接受度（Sheehan
等，2020）。其中的理论解释大致可归纳为两类。第一类关注拟人化设计诱发的功利性价值感

知。例如，基于技术接受模型的研究从技术扩散的角度，认为感知易用性与有用性是消费者使

用拟人化机器人的重要前因（Li和Wang，2022）。基于技术任务匹配理论的研究认为拟人化设

计与服务任务的适配提升了服务任务完成的效果（Blut等，2021）。第二类关注拟人化设计诱发

的社会性价值感知。这些研究运用社会反应理论、能力与热情框架等人际理论分析个体对拟人

化机器人的信任、亲密关系、温情等，认为拟人化所表征的社会化信号会诱导消费者以对待人

类的方式来对待机器人（Song等，2023；Chi等，2023；Choi等，2021）。
从价值共创理论的资源视角，无论是功利性感知还是社会性感知，似乎都可以视为消费者

对服务机器人资源评估的认知过程（Čaić等，2019）。而拟人化元素则是消费者认知加工的信息

线索；这些线索向消费者传达了机器人能够模拟真实人类交互的能力信号，增强了消费者对服

务价值共创实现的信心，吸引和促进了消费者参与共创（刘欣等，2021）。机器人外表的拟人化

设计（外观的范畴图式）会导致消费者对人形机器人的刻板印象，使消费者将他们对人类实体

的认知或情感资源的判断类推至服务机器人，而共情（内隐的能力特征）则是消费者对服务机

器人认知或情感能力实际确认的依据（Liu和Xie，2023；Lv等，2022）。只有当两者表征一致时，

服务机器人内含的价值主张才能更好地匹配消费者的价值诉求（Čaić等，2019；Aggarwal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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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Gill，2007）。具体而言，在人机互动中，高水平共情的服务机器人更容易被消费者知觉为具

有自主认知与情感能力的行为主体，因而更容易启动消费者认知的人类图式，此时人形化的外

在设计与人类图式具有一致性。相反，低共情的机器人更像标准化设备，更容易启动消费者认

知的物品图式，此时服务机器人的人类外形与物品图式不相一致。换言之，当机器人缺乏共情

能力，但外表却具有较高的拟人化水平时，这种外在线索与内在线索的强烈反差会让消费者感

觉“华而不实”，甚至可能导致消费者一定的心理回避（Liu等，2024；Wang等，2015）。综上，拟人

化设计是立体化的，外在共形与内在共情在提升消费者价值共创意愿上相互促进、互为补充，

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1：服务机器人共形与共情对人机价值共创意愿有正向交互效应：对人形机器人，相比于

低共情服务机器人，消费者对高共情服务机器人有着更高的价值共创意愿；对非人形机器人，

消费者人机价值共创意愿与服务机器人共情的关系强度会减弱。

（三）社会存在感的中介作用

在社会传播领域，Short等（1976）提出了社会存在感理论来解释社会沟通中为何使用不同

技术媒介会产生不同的沟通效果。该理论认为，不同技术媒介（如电话、视频、电子邮件）的社会

存在属性存在差异，导致人们在使用中所体验到的互动真实感也存在差别。社会存在是指与技

术媒介相关的“他者在互动中的及其伴随人际关系的显著程度”，而社会存在感则是对媒介使

用者这种心理感知的度量（Short等，1976）。社会存在感受到媒介特征、沟通者特征以及沟通环

境等各层面因素的影响，并最终影响到使用者的态度与行为（戴鑫和卢虹，2015）。在本研究中，

社会存在感被定义为消费者将与之共创的服务机器人视作一个完整社会实体的程度（Nass和
Moon，2000；Lin等，2021）。按社会存在感理论的观点，人机互动中的服务机器人既是共创的一

方主体，又是沟通的技术媒介；社会存在感受其外现与内隐属性的交织影响，并影响到消费者

的价值共创意愿（Davenport等，2020）。
一方面，共形与共情的拟人化特征共同提供了构建社会真实互动场景的重要元素。从社会

传播视角，互动过程中信息线索的丰富程度会影响社会存在感（Fiske等，2007）。机器人作为互

动媒介，其拟人化外观是对人际互动中“面对面”交互界面的模拟，是社会真实互动场景构建的

“面子”；作为互动主体，共情是其社交互动与情感能力的直接体现，是社会真实互动场景构建

的“里子”（戴鑫和卢虹，2015）。在人机互动中，机器人拟人化外貌与形态设计能更好地支持机

器人共情消费者的过程，而机器人共情行为同样能强化消费者对外在拟人化的感知（Kim等，

2023）。共形与共情所包涵的沟通线索帮助消费者好像身临其境地置身于一场真实的人际沟通

中（Qiu和Benbasat，2009）。机器人缺乏共形或共情，构建社会真实的效果就会打折扣（Liu等，

2024）。对非人形机器人，共情展现会因为缺乏外在拟人化线索的支持而受到制约，从而导致社

会存在感的提升受到限制（Liu等，2024）。同样地，采用拟人化的外表设计而不具备共情能力，

消费者在社会真实上会感觉受到了“欺骗”，这种表里不一致甚至可能使得消费者对机器人社

会实体程度的评价有所降低（van Straten等，2020）。只有当服务机器人外观拟人化时，高共情

所包含的情绪感染过程越接近于真实的人类共情，消费者对机器人社会实体程度的评价才会

越高（Liu等，2024）。
另一方面，社会存在感会进一步影响消费者的人机价值共创意愿。以往研究表明，高度的

社会存在感能够引发消费者的一系列积极反应，如更高的满意度、忠诚度、消费者契合与幸福

感（Davenport等，2020；van Doorn等，2017）。基于价值共创观点，高度的社会存在感意味着消费

者在与服务机器人的互动中有着较高的沟通效率，能够提升资源诉求与共创信息传递的效果，

有助于消费者更好地进行资源整合，进而正向影响消费者的人机价值共创意愿（Wirtz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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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Kim和Song，2021）。此外，高度的社会存在感通常与消费者较高的社会期望相关。例如，

相比于自助式服务机器，消费者会期望拟人化服务机器人能够像服务人员一样提供更高质量

的服务，这种动机激励了消费者在人机共创中的资源投入（Yoganathan等，2021）。基于以上所

述，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a：服务机器人共形与共情对社会存在感有正向交互效应：对人形机器人，相比于低共

情服务机器人，消费者对高共情服务机器人感知到更高的社会存在感；对非人形机器人，社会

存在感与服务机器人共情的关系强度会减弱。

H2b：社会存在感在共形与共情对人机价值共创意愿的交互效应中起中介作用。

（四）社会互动需求的调节效应

社会互动需求是指消费者在服务交互中愿意与真实人类员工而不是技术设备发生契合的

固有倾向（Dabholkar，1996）。在技术服务环境中，社会互动需求是影响消费者技术态度的重要

特质（Sheehan等，2020）。已有研究表明，在自助机器替代人类员工的服务情境下，消费者较高

的社会互动需求会阻碍他们对自助技术的采用，因为传统自助机器无法满足用户渴望获得他

人认同与支持以及获得归属感和友谊的社会性需求（Yoganathan等，2021）。这些需求通常需要

在人际交往中得到满足。

对社会互动需求高的消费者，拟人化机器人是在他们缺乏与真实人类个体互动的机会时，

满足其社会交往动机的重要替代（Dang和Liu，2023）。因此，这类消费者会表现出对服务机器

人拟人化特征与社会存在感更积极的反应（Yoganathan等，2021），愿意在人机价值共创中投入

更多的资源。而对社会互动需求低的消费者，即使拟人化设计激发了拟人化认知过程，使他们

产生了较高水平的社会存在感，高水平的社会存在感也与他们低程度的社会互动需求不一致

（Sheehan等，2020）。这类消费者可能更在意技术的功能绩效是否实现（如服务是否便捷准确），

而不太关心服务提供者是否具有社会互动性，因为他们在人机互动中的行为（意愿）受社会互

动真实场景感知的影响可能较弱（Collier和Kimes，2013），因此提升社会存在感对于提升他们

人机价值共创意愿的作用就显得相对有限。基于以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H3a：社会互动需求正向调节社会存在感对人机价值共创意愿的影响作用：对社会互动需

求高的消费者，社会存在感与人机价值共创意愿的正向关系更强。

H3b：在服务机器人共形×共情→社会存在感→人机价值共创意愿的影响路径上，社会存

在感的中介作用为社会互动需求所调节。

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

服务机器人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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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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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取情景实验法收集数据。相比于截面问卷调查或二手数据，实验法对自变量

的操纵被控制在因变量的测度之前，因此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更好地

达到检验因果关系的目的（陈晓萍等，2012；张仪和王永贵，2022）。本研究实施了三项实验。

（一）实验1
实验1旨在验证服务机器人共形与共情对消费者人机价值共创意愿的交互效应（H1）。
1.预实验
在正式实验前，首先进行预实验，以检验实验材料设计是否有效。采用双因素2（服务机器

人共形：人形vs.非人形）×2（共情：高vs.低）组间设计。被试阅读关于一名消费者使用线上聊天
机器人预订酒店房间的聊天记录材料（图2）。对服务机器人共形的操纵借鉴了Zhang和
Rau（2023）的研究，对共情的操纵借鉴了Sheehan等（2020）和Lv等（2022）的思路。在高共情组，

 

非人形与高共情组 人形与低共情组
 

图 2    实验1服务机器人共形与共情操纵材料（部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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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机器人在协助消费者预订的过程中体现出高水平的观点采择与情绪反应能力（如表达理
解，主动提供价格信息，适应性询问消费者信息等）。在低共情组，服务机器人则相对表现得更
被动、语言更程式化、理解力与情绪能力更低等（如无法根据消费者的表达习惯做出变化，重复
程式性话术等）。被试被随机安排阅读其中一组实验材料。在完成阅读后，被试需要假想自己设
身处地在上述服务情景中，并依赖自己的真实想法填写问卷。

通过被试对聊天机器人头像拟人化程度的评分（1=完全不像一个人，7=很像一个人）对服

务机器人共形进行操纵检验（Choi等，2021）。共情的测量则参考了吕兴洋等（2021）与De
Kervenoael等（2020）的研究，共四个题项。同时，预实验对材料的真实性与可理解性也进行了

测量。被试需要回答所阅读的情景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发生在真实服务中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没

有理解上的障碍（1=完全不真实/完全无法理解，7=完全真实/完全能理解）。

共46名高校大学生参与了预实验。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人形组外表拟人化评价均值

显著高于非人形组（M人形=6.08，M非人形=2.95，F(1,43)=79.38，p<0.001）；高共情组的共情评价均值

显著高于低共情组（M高共情=5.95，M低共情=4.88，F(1,43)=17.42，p<0.001）。同时，材料真实性均值

（M真实性=6.11，t=25.23，p<0.001）与可理解性均值（M可理解性=6.56，t=28.06，p<0.001）均显著大于4。
因此，可以在预实验基础上进行正式实验。

2.正式实验

正式实验的操纵和程序与预实验基本一致。实验1通过Credamo共招募了175名有效被试，

其中90.29%的被试近一年使用服务机器人的频次在三次及以上。被试被随机分配到四个实验

组别，并阅读含有消费者与酒店机器人线上互动的记录。在完成阅读后，被试需要填写包含人

机价值共创意愿、服务机器人共形与共情量表的问卷。为了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对被试的信用

评分设定了限制（>90），且在材料中设置了注意力测试。未通过注意力测试的被试的数据将被

剔除。研究者承诺数据将会保密，并给予被试每人2至5元的随机红包。

3.变量测量

自变量服务机器人共形与共情（Cronbach’s α=0.88）的操纵测量与预实验相同。因变量人

机价值共创意愿的测量参考了Im和Qu（2017）与Porter和Donthu（2008）的研究，共五个题项

（Cronbach’s α=0.94）。此外，Mende等（2019）认为服务机器人作为一种新产品，消费者创新偏好

可能会影响消费者与其进行共创的意愿。因此，本研究对消费者创新偏好进行了测量，参考了

Roehrich（2004）的研究，共六个题项（Cronbach’s α=0.88）。在后续分析中，本研究对该变量与其

他人口统计特征变量（包括机器人使用频率、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与收入水平）一同进行统

计上的控制，以排除上述因素对因变量的潜在影响。

4.结果分析

（1）操纵检验

操纵检验的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人形组外表拟人化评价均值显著高于非人形组

（M人形=5.57，M非人形=3.26，F(1,172)=107.09，p<0.001）；高共情组的共情评价均值显著高于低共情

组（M高共情=5.83，M低共情=5.06，F(1,172)=45.22，p<0.001）。这说明对服务机器人共形与共情的操纵

均是成功的。

（2）假设检验

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在考虑控制变量的影响后，服务机器人共形对人机价值共创意

愿的主效应不显著（F(1,165)=0.98，p=0.325）；服务机器人共情对人机价值共创意愿的主效应

显著（F(1,165)=43.76，p<0.001）；共形与共情的交互项依然显著（F(1,165)=9.54，p<0.01）。交互

效应的简单斜率分析表明（图3）：对非人形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共情对人机价值共创意愿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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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不显著（β=0.41，t=1.65，p=0.102）；对人

形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共情对人机价值共创

意愿的影响显著（β=1.72，t=6.65，p<0.001）。
H1得到支持。

5.讨论

实验1验证了服务机器人共形与共情

对人机价值共创意愿的交互作用。与预期

相一致，对于人形且具备共情能力的机器

人，人机价值共创意愿最高。当机器人具有

人类外观但不具备共情能力时，消费者价

值共创意愿最低。这说明共形与共情表征

的资源线索相互联系，当消费者感知机器

人的实际低共情表现与他们基于外观形成

的社会能力期望相违背时，他们的资源评

价更低，从而更不愿意与机器人互动与共

创（Wang等，2015）。
（二）实验2
实验2的主要目的是再次验证H1，并

对社会存在感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H2）。
1.预实验

预实验同样采用2（服务机器人共形：

人形vs.非人形）×2（共情：高vs.低）的组间

设计。实验情景为机器人在餐厅为消费者

点餐与送餐。服务机器人共形的操纵参考

Xie和Lei（2022）的研究（图4）。共情则通过

描绘服务机器人点餐与送餐的服务传递过

程来操纵。高共情机器人服务过程描述为（受篇幅限制有所删减，下同）：“（消费者）向服务机器

人招手，服务机器人识别并上前，并主动用语音推荐餐厅的招牌菜品；（送餐时）该机器人能够

自动绕过前行路上的客人，如果无法绕开则主动礼貌地向客人发出让路请求；（送餐完成）服务

机器人客套性致歉。”与之相对应，低共情机器人服务过程为：“（消费者）按餐桌上的特定服务

按钮后，服务机器人上前，通过点击机器人屏幕，显示餐厅的招牌菜品。（送餐时）该机器人需要

按照地面上已设定好的特定线路前进，如果被客人挡住路线，则停下等待，直到客人离开。（送

餐完成）服务机器人机械式问候。”被试被随机安排阅读四组实验材料中的一组，并假想设身处

地与服务机器人互动，依赖真实想法完成相应的问卷。

共50名高校大学生参与了该预实验。结果表明：服务机器人人形组外表拟人化评价均值显

著高于非人形组（M人形=4.46，M非人形=2.25，F(1,47)=29.79，p<0.001）；高共情组的共情评价均值显

著高于低共情组（M高共情=5.98，M低共情=4.94，F(1,48)=26.95，p<0.001）。真实性均值（M真实性=6.12，t＝
20.87，p<0.001）与可理解性均值（M可理解性=6.46，t＝25.72，p<0.001）均显著大于4。实验材料的操

纵有效。

此外，考虑到高度的拟人化外观可能会诱发恐怖谷效应，对人机价值共创意愿的中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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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服务机器人共形与共情对人机价值共创

意愿的交互效应

 

人形组 非人形组 
图 4    实验2服务机器人共形操纵的图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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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干扰（Mende等，2019；Kamide等，2012），研究也调查了消费者对材料中机器人的心理不适

感与不安全感。测量上，前者参考了Williams和Aaker（2002）的研究（Cronbach’s α=0.73）；后者

参考了Kamide等（2012）的研究（Cronbach’s α=0.85）。通过Credamo平台招募了114名有效被试。

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对心理不适感，共形（F(1,110)=0.13，p=0.716）与共情（F(1,110)=
1.16，p=0.284）组间及两组交乘项（F(1,110)=1.22，p=0.271）均无显著差异；对不安全感，共形

（F(1,110)=0.01，p=0.911）与共情（F(1,110)=0.87，p=0.352）组间及两组交乘项（F(1,110)=1.31，
p=0.255）也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所选择的拟人化外观刺激材料可能并不会诱发被试严重的

心理不安全感（M=2.28）或心理不适感（M=1.99）。
2.正式实验

正式实验的操纵和程序与预实验基本一致。实验2通过Credamo共招募了305名有效被试，

其中87.21%的被试近一年使用服务机器人的频次在三次及以上。研究将被试随机分配到各组

别。为保证数据的有效性，被试要求与数据筛选标准与实验1相同。此外，考虑到互动流畅性（消

费者对人机互动过程轻松或困难的主观感受）可能是潜在的替代中介（Graf等，2018），实验2加
入了对竞争中介变量感知流畅性的测量。被试在阅读完实验材料后，需要假想自己设身处地处

在上述服务中，并依赖自己的真实想法填写包含操纵变量、人机价值共创意愿、社会存在感、感

知流畅性及其他控制变量的问卷。

3.变量测量

服务机器人共形与共情（Cronbach’s α=0.91）、人机价值共创意愿（Cronbach’s α=0.94）的测

量与实验1一致。社会存在感（Cronbach’s α=0.89）的测量参考了Lee等（2006）的研究，共四个题

项（Cronbach’s α=0.88）。感知流畅性的测量借鉴了Graf等（2018）的研究，共五个题项。此外，同

样在统计上控制了消费者创新偏好（Cronbach’s α=0.89）及人口统计特征的潜在影响。

4.结果分析

（1）操纵检验

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服务机器人人形组外表拟人化评价均值显著高于非人形组

（M人形=4.87，M非人形=2.50，F(1,302)=212.80，p<0.001）；对服务机器人共情，高共情组被试共情评

价均值显著高于低共情组（M高共情=5.83，M低共情=4.98，F(1,302)=81.11，p<0.001）。结果表明，材料

对服务机器人共形与共情的操纵均是成功的。

（2）假设检验

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服务机器人共形（F(1,295)=0.00，p=0.987）对人机价值共创意

愿的主效应不显著，而共情（F(1,295)=40.82，p<0.001）对人机价值共创意愿的主效应显著；两

者的交互项同样显著（F(1,295)=13.46，p<0.001）。H1再次得到验证。

对社会存在感，服务机器人共形的影响不显著（F(1,295)=1.62，p=0.204），共情的影响显著

（F(1,295)=92.15，p<0.001）；两者的交互项亦显著（F(1,295)=16.43，p<0.001）。对于替代解释变

量感知流畅性，尽管服务机器人共情对感知流畅性显示出显著的正向影响（F(1,295)=92.54，
p<0.001），但共形与共情的交互项不显著（F(1,295)=0.26，p=0.612），这说明服务机器人共情会

直接对感知流畅性产生影响，但并不会受服务机器人外貌的调节。此外，将感知流畅性作为控

制变量加以控制，服务机器人共形与共情对社会存在感的交互影响依然显著（F(1,294)=29.40，
p<0.001）。因此，一定程度上排除了感知流畅性的替代中介解释。交互效应的简单斜率分析表

明（图5）：对非人形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共情对社会存在感的影响显著（β=0.56，t=2.52，
p<0.05）；对人形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共情对社会存在感的影响也显著（β=1.88，t=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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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1）。H2a得到支持。

研究进一步对交互效应的中介作用

（H2b）进行检验，通过构造服务机器人共

形与共情的交互项，将社会存在感作为中

介变量，将人机价值共创意愿作为因变量，

对服务机器人共情×共形→社会存在感

→人机价值共创意愿的影响路径进行

Sobel检验。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

在1.08~3.44之间，说明并无严重的共线性

问题。基于bootstrap（有放回抽样3 000次）

的Sobel-Godman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

（表1）：服务机器人共形与共情的交互项对

人机价值共创意愿的直接效应为0.26，
95%置信区间为[−0.1572，0.6674]，包含0；间接效应为0.70，95%置信区间为[0.3362，1.0680]，不
包含0。综上，服务机器人共形与共情对人机价值共创意愿的交互效应由社会存在感所中介。

H2b得到支持。

5.讨论

实验2再次验证了H1，同时也验证了社会存在感在机器人共形与共情对人机价值共创意

愿交互影响中的中介作用（H2）。在人机互动中，人形且具备共情能力的机器人对社会真实互

动的模拟最为成功，相应的社会存在感与人机价值共创意愿也最高。而当机器人缺乏共情能力

时，消费者对人形机器人的社会存在感最低，而对非人形机器人则表现出一定包容度。这一结

果也证实了消费者对内外线索的知觉过程是立体式的、非线性可加的（Fong等，2003）。
（三）实验3
实验3的目的为再次验证H1和H2，并进一步探讨社会互动需求的边界作用（H3）。
1.预实验

社会互动需求是对个体一种社会性特质的衡量，在研究中通常作为一个连续变量进行直

接测量（Sheehan等，2020）。预实验同样采用2（服务机器人共形：人形vs.非人形）×2（共情：高

vs.低）的组间设计。实验情景选择机场机器人为消费者提供地图指引的服务场景。在操纵机器

人共形时，人形组图片借鉴了Pepper，非人形组则是圆筒式机器人（图6）。对共情的操纵同样借

鉴Lv等（2022）与Sheehan等（2020）的研究，通过文字描述还原人机互动的语言交流过程作为刺

激材料（表2）。在高共情组，服务机器人表现更主动（如主动朝消费者打招呼）；偶发故障时能够

使用更具情感性的致歉或安慰话语（如“不好意思，验证失败，可能出现了网络故障呢！不过不

要担心”）；能更好地判断并理解消费者需求（如正确识别否定词）等。在低共情组，服务机器人

则表现相对被动（手动点击屏幕唤醒）；只使用预先设定的标准形式回复（如“可能出现网络故

障，验证失败，请您再重新放置身份证”）；不能完全判断并理解消费者需求（如无法识别否定关

键词）等。被试被随机安排，在完成情景阅读后依赖真实想法填写问卷。

 

表 1    社会存在感中介效应Sobel检验（实验2）
路径 效应量 95%CI（bootstrap=3 000） 支持假设

直接效应 βdirect=0.26 [−0.1572，0.6674]
H2间接效应 βindirect=0.70 [0.3362，1.0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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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服务机器人共形与共情对社会存在感的交互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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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40名高校大学生参与了预实验。结果表明：服务机器人人形组外表拟人化评价均值显著

高于非人形组（M人形=4.79，M非人形=3.43，F(1,37)=6.99，p<0.01）；高共情组的共情评价均值也显著

高于低共情组（M高共情=5.97，M低共情=4.57，F(1,37)=12.29，p<0.001）。同时，真实性均值（M真实性=
6.01，t=17.46，p<0.001）与可理解性均值（M可理解性=6.42，t=21.54，p<0.001）均显著大于4。实验材

料的操纵有效。

 

人形组 非人形组 
图 6    实验3服务机器人共形操纵的图片材料

 

表 2    实验3操纵服务机器人共情的刺激材料

高共情水平组 低共情水平组
（当您靠近服务机器人时，机器人主动朝您打招呼）

SR：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当您靠近服务机器人时，点击屏幕唤醒机器人）

SR：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您：我想查询下我的订单信息 您：我想查询下我的订单信息

SR：好的，请将您的身份证放在指定位置或者手动输
入您的身份信息

SR：好的，请将您的身份证放在指定位置或者手动
输入您的身份信息

（您将身份证放在指定位置）
SR：不好意思，验证失败，可能出现了网络故障呢！不

过不要担心，请您再重新放置一下身份证

（您将身份证放在指定位置）
SR：可能出现网络故障，验证失败，请您再重新放置

身份证
（您将身份证放在指定位置）

SR：非常抱歉，还是没能成功，虽然心累，但是让我们
再试一次吧。请您再重新放置一下身份证

（您将身份证放在指定位置）
SR：可能出现网络故障，验证失败，请您再重新放置

身份证
（您将身份证放在指定位置）

SR：验证成功！尊敬的王先生，屏幕上是您的订单
信息！

（您将身份证放在指定位置）
SR：验证成功！尊敬的用户，屏幕上是您的订单

信息！
（您查看了订单信息，距离航班出发还有较长时间，
您决定在机场内就餐，于是您继续咨询机器人）

您：这里哪儿可以吃饭

（您查看了订单信息，距离航班出发还有较长时间，
您决定在机场内就餐，于是您继续咨询机器人）

您：这里哪儿可以吃饭
SR：机场内有多个商家提供餐饮服务：康师傅私房牛

肉面、岭南特色小吃、肯德基……请问您想去哪
家呢？

SR：机场内有多个商家提供餐饮服务：康师傅私房
牛肉面、岭南特色小吃、肯德基……请问您想去哪

家呢？
您：我不想吃肯德基 您：我不想吃肯德基

SR：好的，很抱歉给您推荐了您不喜欢的，您也可以
在其他商家中选择

SR：好的，肯德基店位于机场1号航站楼1层C9131，
靠近21号门左侧……

您：那我就去吃牛肉面吧 （打断SR）您：那我就去吃牛肉面吧
SR：请问您是说“康师傅私房牛肉面”吗？ SR：对不起，没有查询到名为“牛肉面”的商家

您：是的 您：“康师傅私房牛肉面”
SR：[微笑]好的，康师傅私房牛肉面店位于机场候机
楼东连一层C121段A8000商铺。您可以按照屏幕上

的地图指引到达那儿

SR：好的，康师傅私房牛肉面店位于机场候机楼东
连一层C121段A8000商铺。您可以按照屏幕上的

地图指引到达那儿
　　注：SR代表服务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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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式实验

正式实验的操纵和程序与预实验基本一致。实验3通过Credamo共招募了304名有效被试，

其中71.71%的被试近一年使用服务机器人的频次在三次及以上。研究将被试随机分配到四个

组别。被试要求与数据筛选标准与实验1相同。被试阅读刺激材料前，首先需要填写社会互动需

求问卷。在完成材料阅读后，被试被要求依据真实想法继续填写包含操纵变量、社会存在感、人

机价值共创意愿以及控制变量的问卷。

3.变量测量

服务机器人共形与共情（Cronbach’s α=0.91）的操纵测量以及社会存在感（Cronbach’s α=
0.87）与人机价值共创意愿（Cronbach’s α=0.94）的测量与实验2一致。社会互动需求的测量参考

了Yoganathan等（2021）的研究，共三个题项（Cronbach’s α=0.85）。此外，研究同样考虑了控制

变量消费者创新偏好（Cronbach’s α=0.88）及其他人口统计特征的影响。

4.结果分析

（1）操纵检验
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对服务机器人共形，人形组外表拟人化评价均值显著高于非人

形组（M人形=4.99，M非人形=3.70，F(1,301)=53.72，p<0.001）；对服务机器人共情，高共情组被试共
情评价均值显著高于低共情组（M高共情=5.85，M低共情=4.58，F(1,301)=111.27，p<0.001）。结果表
明，材料对服务机器人共形与共情的操纵均是成功的。

（2）假设检验
考虑控制变量的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服务机器人共形（F(1,293)=16.27，p<0.001）与

共情（F(1,293)=7.48，p<0.01）对人机价值共创意愿的主效应显著；两者交互项的正效应亦显著
（F(1,293)=13.40，p<0.001）。H1再次得到支持。

服务机器人共形（F(1,293)=18.46，p<0.001）与共情（F(1,293)=15.66，p<0.001）对社会存在
感的效应显著，且两者交互项对社会存在感的正效应亦显著（F(1,293)=6.80，p<0.01）。同时，基
于bootstrap（有放回抽样3 000次）的Sobel-Godman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服务机器人共形与
共情的交互项对人机价值共创意愿的直接效应为0.53，95%置信区间为[0.1550，0.9149]，
不包含0；间接效应为0.42，95%置信区间为[0.0919，0.7383]，不包含0。H2再次被验证。

同时，研究进一步对社会互动需求的调节效应进行分析。构造社会存在感与社会互动需求

的交互项对人机价值共创意愿进行回归。各变量方差膨胀因子在1.14~4.22之间，不存在严重

共线性问题。回归结果表明（表3）：社会存在感与社会互动需求的交互项对人机价值共创意愿

的效应显著为正（β=0.11，t=2.61，p<0.01）；同时构造社会互动需求与共形和共情的交互项放入

模型，这些交互项并不显著，而社会存在感与社会互动需求的交互项依然显著（β=0.12，t=2.81，
p<0.01）。H3a得到支持。

为验证H3b，对社会互动需求在服务机器人共形×共情→社会存在感→人机价值共创意愿

中介路径中的调节作用进行bootstrap检验（有放回抽样3 000次）。结果显示（表4）：对社会互动

需求高的消费者（M+1SD），社会存在感中介作用的间接效应估计量为0.50，95%置信区间为

[0.1219，0.8634]，不包含0；对社会互动需求低的消费者（M−1SD），间接效应估计量为0.35，
95%置信区间为[0.0798，0.6110]，不包含0；两组效应差值为0.15，95%置信区间为[0.0010，
0.2934]，不包含0。综上，社会互动需求的调节中介效应显著。H3b得到支持。

5.讨论

实验3再次验证了H1与H2，并进一步证实了社会互动需求在社会存在感与人机价值共创

意愿之间的调节作用（H3）。这一结果为消费者需求特质作为人机互动重要的边界因素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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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证据（Xiao和Kumar，2021；Sheehan等，2020）。不同社会互动需求的消费者对拟人化与社

会存在感表现出不同的共创反应。对社会互动需求高的消费者，拟人化设计所提升的社会存在

感在补偿消费者人际交往动机需求上有着更显著的作用。

（四）稳健性检验

首先，基于三个常见服务机器人应用场景的情景实验均支持了服务机器人共情与共形对

人机价值共创意愿的交互影响，说明结论具有一定的外部效度。其次，实验2考虑了替代解释变

量感知流畅性作为竞争性解释，结果表明感知流畅性在共情与共形交互效应的解释力上不如

社会存在感。进一步，研究基于同属测量假设，针对实验3的数据使用SmartPLS进行了结构方

程模型分析，主要变量的估计结果与实验分析结果在影响方向与显著性上并无明显差异。最

后，按照Knüppel和Hermsen（2010）的建议，研究对社会互动需求按照中位值进行了组别化，并

进行了组间差异分析，实证分析结论依然表明社会互动需求对社会存在感与人机价值共创意

愿有着显著的调节作用（β=0.22，t=2.79，p<0.01）。综上，本研究的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表 3    实验3社会互动需求调节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1） （2）
因变量：人机价值共创意愿 系数估计β t 系数估计β t

研究变量
服务机器人共形 −0.03 −0.46 −0.02 −0.37
服务机器人共情 −0.10 −1.76 −0.10 −1.74

共形×共情 0.16* 2.35 0.16* 2.28
社会存在感 0.69*** 14.59 0.69*** 14.38

社会互动需求 −0.10* −2.58 −0.17* −2.18
社会存在感×社会互动需求 0.11** 2.61 0.12** 2.81

社会互动需求×共形 0.11 1.39
社会互动需求×共情 0.09 1.17

社会互动需求×共形×共情 −0.15 −1.83
控制变量

消费者创新偏好 0.07 1.57 0.07 1.48
机器人使用频率 −0.09 −1.95 −0.08 −1.82

性别 0.01 0.15 0.01 0.31
年龄 −0.00 −0.02 −0.01 −0.19
学历 0.03 0.71 0.02 0.46

月收入 −0.01 −0.32 −0.00 −0.02
R2

adjusted 0.54 0.54
F 30.77 24.88
N 304 304

　　注：估计系数为标准化估计系数；R2
adjusted为调整拟合优度；F为回归模型整体显著性检验F值；N为回

归样本量；*p<0.05，**p<0.01，***p<0.001。
 

表 4    社会互动需求的调节效应检验（实验3）
组别 路径 效应量 95%CI（bootstrap=3 000） 支持假设

总体样本
总直接效应 βdirect=0.53 [0.1550，0.9149]

H2总间接效应 βindirect=0.42 [0.0919，0.7383]

社会互动需求高（M+1SD）
直接效应 βdirect=0.28 [−0.0044，0.5708]

H3
间接效应 βindirect=0.50 [0.1219，0.8634]

社会互动需求低（M−1SD）
直接效应 βdirect=0.58 [0.0853，1.1106]
间接效应 βindirect=0.35 [0.0798，0.6110]

间接效应差值 ∆βindirect=0.15 [0.0010，0.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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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论与讨论

（一）主要结论

本研究从外在共形与内在共情的双角度探讨服务机器人拟人化特征如何影响消费者人机

价值共创意愿。研究发现，共形与共情是消费者认知服务机器人拟人化特征的重要维度，影响

着消费者人机共创的感知与行为。具体而言：（1）服务机器人共形与共情对人机价值共创意愿

的影响并非线性可加，而是正向交互。当机器人既共形又共情时，消费者人机价值共创意愿最

高。（2）服务机器人拟人化特征通过营造社会互动真实感促进人机价值共创，即社会存在感在

机器人拟人化特征与人机价值共创意愿之间发挥中介作用。（3）不同社会互动需求的消费者对

社会存在感的敏感性不同。对社会互动需求高的消费者，社会存在感促进人机共创的作用更强。

（二）理论贡献

首先，本研究创新性地融合了服务机器人共形与共情的拟人化维度，拓展了人机互动领域

机器人拟人化的研究内容。一直以来，机器人拟人化设计备受学界的关注（喻丰和许丽颖，

2020），大量的学者探讨了在机器人外形上嵌入拟人化要素后的消费者心理与行为后果

（Blut等，2021），但对服务机器人模仿“人心”的社会化行为的理论研究则不够充分（Lu等，

2021）。的确，直观的拟人化视觉线索能够激发拟人化认知（Puzakova和Kwak，2017），但内里的

共情却是机器人拟人化社会能力的真实评价。拟人化设计需要“表里如一”，两者衡量了服务机

器人拟人化的不同方面，但又共同构成了感知与评估机器人拟人化的重要内容（颜志强等，

2019）。本研究探讨服务机器人拟人化内外特征在影响人机价值共创中的交互作用，是对立体

式设计主义观点的重要回应与佐证（Fong等，2002）。本研究不仅丰富了机器人拟人化相关研

究，也为人机互动领域其他机器人设计属性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基础。

其次，本研究结合价值共创与社会传播学领域理论，凸显了社会存在感的中介机制，为人

机共创中的消费者心理与行为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以往的大多数研究或关注机器人的工具

性价值，使用理性行为理论（如技术接受模型）来解释消费者接受机器人的因果机理（Li和
Wang，2022；Turja等，2020）；或关注机器人的社会性价值，借鉴社会反应理论、能力—热情模

型等人际关系理论来解释消费者人机互动的社会心理过程（Lv等，2022；Kim和Song，2021）。但
拟人化机器人的工具角色与社会角色在人机共创中是相互交织、缺一不可的。本研究从社会传

播学的社会存在感理论出发，实现了对上述角色的全面兼顾。研究探讨了共形与共情在营造人

机互动社会真实场景中的重要作用，并将社会存在感作为解释共创意愿的关键中介机制，是对

人机共创背景下消费者心理与行为研究的重要补充与推进。

最后，本研究聚焦于新兴的人机价值共创模式，并探讨了社会互动需求的边界条件，填补

了人机价值共创实证研究的部分空白。已有价值共创实证研究大多聚焦于消费者与企业（吴瑶

等，2017）、消费者与员工（Melton和Hartline，2015）或消费者之间（朱腾腾等，2021）的共创过

程，还较少深入研究消费者与机器人之间的价值共创新现象。此外，虽有学者从消费者能力、动

机以及人口特征方面对人机互动的边界机理进行了研究（Xiao和Kumar，2021），但也未能关注

到与技术相关的社会互动需求这一普遍特质。本研究从机器人属性（共形与共情）与消费者属

性（社会互动需求）两个方面构建实证框架，比较了不同社会互动需求的消费者在面对新一代

拟人化机器人时的共创意愿差异。这是对微观服务情景下人机价值共创新模式实证探索的有

益尝试，有力地支撑并拓展了现有消费者价值共创领域的实证研究。

（三）实践启示

首先，服务企业可以针对具体场景，在引入机器人时适当增加拟人化要素。研究表明，服务

机器人共形与共情对人机价值共创有促进作用。据作者的走访，服务企业目前引入机器人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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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外购方式，因此，如必要，在定制机器人时，除满足实用性功能外，可以在机器人拟人化外

观与交互脚本上下功夫。一般而言，外观设计相对容易改良，而赋能共情能力则依赖于神经网

络、生成式AI与大模型等技术的进步与推广。尽管如此，但企业可以控制的是，通过丰富服务

机器人的语言脚本或嵌入生成式AI，来提升机器人在特定场景下的共情能力。例如，针对儿童

服务开发适合儿童认知能力和思维习惯的回复脚本。另外需注意的是，服务机器人共形需要匹

配其所表征的共情能力，过度外在拟人但缺乏共情可能并不是明智之举。当机器人缺乏共情能

力时，相比于高度逼真的拟人形象，消费者对非拟人化的形象可能有着更高的包容度。

其次，企业应考虑丰富人机互动中的沟通线索，以提升消费者对机器人的社会存在感，从

而促进人机价值共创。研究表明，当消费者有较强的社会存在感时，他们的人机价值共创意愿

更强。除了提升服务机器人的拟人化设计水平，企业还可以考虑从服务环境、组织支持等方面

进一步提升人机互动场景的社会真实性。一些研究认为服务中的社会存在感是服务机器人的

自动化存在感与服务人员的人类社会存在感的结合（van Doorn等，2017）。因此，如有条件，采

用服务人员与机器人相结合的混合服务方式可能是提升社会存在感的一种途径。在现实中，我

们经常可见服务人员与机器人相互协作的服务情形。

最后，企业在实施机器人服务战略时，应考虑主流消费受众的定位，有针对性地进行拟人

化设计与提升社会存在感，以节省资源。研究表明，对社会互动需求高的消费者，提升他们对拟

人化机器人的社会存在感能有效促进其共创。而对社交互动需求低者，这种作用会减弱。对于

后者，即使在缺乏社会存在感的环境中，他们对机器人也相对友好。基于成本效益原则，企业应

该根据消费者类型合理安排服务提供者。例如，可以给予消费者服务机器人模式选择的自主

权，让消费者自己选择人机交互模式（如标准化服务或个性化服务），以提升人机服务效率。对

那些社会互动需求极高的消费者，可以设置人员与机器人服务选项，后台根据消费者的选择启

动相应的服务流程。该策略可以帮助企业在机器人应用中更好地适应消费者的特征与需求。

（四）不足与展望

首先，本研究对服务机器人拟人化的假设是基于现实一般应用水平的，在实验设计上亦没

有考虑服务机器人接近真实人类外观的拟人化水平。但不可否认，潜在的恐怖谷效应可能随拟

人化程度的提升而突然出现。恐怖谷效应引发的人类身份危机或道德伦理问题可能会走进普

通消费者的认知。该问题也必然成为未来研究用户对高度拟人化机器人接受态度的核心问题。

其次，本研究整体立论都是基于消费者认知视角。虽然这个视角非常重要，但可能忽略了

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认知，如设计人员的视角。而比较设计人员与消费者在机器人设计上的理念

冲突可能是有趣的研究方向之一，这方面的研究可能有助于服务机器人在感性工学上的改进。

最后，在实验方法上，虽然本研究尽力模拟真实情景，但相较于田野实验或现实观察，其反

映现实的效力依然相对较低。尽管基于一定的计量假设，上述问题可能并不会对实证结论的一

致性造成显著偏误，但本着实证程序精益求精的研究态度，实验室双盲实验或基于大样本的多

时点迟滞模型可能是未来研究可以考虑的改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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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In addition to anthropomorphic physical appearance, service robots, powered by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such as generative AI and artificial psychology, exhibit new anthropomorphic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by mimicking empathetic responses found in human-human interactions.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Social Presence Theor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service robot
anthropomorphism, including the external humanlike appearance and internal artificial empathy, on
consumers’ human-robot value co-creation intention. The research conducts three scenario-based
experiment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both humanlike appearance and artificial empathy in service robots
have an interaction effect on consumers’ human-robot value co-creation intention, and consumer-
perceived social presence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this interaction effect. Furthermore, consumers with
higher demand for social interaction have a stronger promoting effect of social presence on their human-
robot value co-creation intention.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phenomenon of human-robot value co-creation in the context of anthropomorphic design
of service robots embedded with new technologies. It also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 for firms on how to
better incorporate service robots into service settings to provide improved service practices.

Key words:  service robots;  anthropomorphism;  empathy;  need for social interaction;  human-
robot value co-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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